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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补贴对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创新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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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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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府通过补贴来激励企业供给关键共性技术具有很强的经济合理性。在当前以芯片为代表的一系列“卡脖子”关键共性技术仍然未取得根本性突破的背景下，从实证层面研究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补贴的创新效应，对于进一步改善科技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以中国2009－2020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运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从专利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检验财政补贴的创新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财政补贴有效提升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数量，获得财政补贴的公司的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数量要比未获得补贴的公司高6.9%，但是财政补贴对专利质量的影响不显著；财政补贴对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数量的提升效应主要是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资金投入而非研发人员投入来实现的；财政补贴对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数量与质量的影响因行业、所有制和制度环境而异，具体来说，财政补贴能够提高技术密集型企业的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对国有企业的专利数量提升作用高于非国有企业，提升了处于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专利数量。总体而言，财政补贴的专利质量效应还有待提升，应采取更具包容性的补贴甄选机制，筛选出外溢性更强、社会收益率更高、研发风险适度可控的项目进行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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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on Effects and Its Function Mechanism of R&D Fiscal Subsidies on Key Comm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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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economically rational for the government to use subsidies to encourage companies to supply key common technologies. In the current context where a series of "bottleneck" key common technologies represented by chips have not yet achieved fundamental breakthroughs, empirically studying the innovative effects of R&D subsidies on key common technolog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further improv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Taking China's listed company data from 2009 to 2020 as a sample, a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 was used to test the innovation effect and heterogeneity of fiscal subsidies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patent quantity and qual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fiscal subsidies effectively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key common technology patents. The number of key common technology patents of companies that received fiscal subsidies was 6.9% higher than that of companies that did not receive subsidies. However, the impact of fiscal subsidies on patent quality was not significant. The increasing effect of fiscal subsidies on the number of key common technology patents is mainly achieved by motivating enterprises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R&D funds rather than R&D personnel. Moreover, the impact of fiscal subsidies o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key common technology patents varies depending on the industry, ownership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Generally speaking, fiscal subsidies can increase the patent quantity and patent quality of technology-intensive enterprises, and have a greater effect on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atent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a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atents of enterprises in areas with a better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verall, the patent quality effect of fiscal subsidies needs to be improved. To this end, it is recommended to build a more inclusive subsidy selection mechanism to screen out projects with stronger spillovers, higher social returns, and moderately controllable R&D risks for subsi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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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bookmark: _Hlk132044988][bookmark: _Hlk111541488]在中美贸易摩擦、逆全球化、俄乌冲突等外部不利因素叠加影响下，突破以基础材料、关键工艺、核心元部件、系统集成等典型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约束，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关键共性技术是关键核心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1]。关键共性技术是指能够在多个行业或领域广泛应用，并对整个产业或多个产业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技术，兼具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的双重特征，是中国需要重点突破的“卡脖子”技术领域。然而，由于技术特质和体制机制等原因，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并非易事。政府往往以财政补贴的方式来鼓励企业开展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关键共性技术研究从属于应用研究。笔者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数据测算得出，2006－2020年中国的应用研究政府资金从504.5亿元增加到275 7.2亿元，年均增长12.90%，其中企业应用研究的政府资金从2009年3.6亿元增加到2020年15.8亿元，年均增长14.40%。但是，以芯片为代表的一系列“卡脖子”关键共性技术仍然未取得根本性突破。从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来看，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补贴是否产生了预期的技术创新效应？比如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数量和质量是否有显著增加？政府补贴影响关键共性技术专利产出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补贴对非关键共性技术（专有技术）专利是否会产生溢出效应？是否还具有生产率溢出效应？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不仅能够客观评估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补贴支出的有效性，而且对于进一步改善科技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以及科技创新产业政策等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bookmark: _Hlk111559387][bookmark: _Hlk111559670]回顾有关研究发现，黎文靖等[2]、郭玥[3]、张杰等[4]、聂辉华等[5]学者对财政补贴的创新效应分析多集中在专有技术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这一问题在十余年前就已经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马明杰[6]、李纪珍[7]、许端阳等[8]均开展了有关研究，但迄今为止相关研究多集中在理论层面，包括研发模式（如马永红等[9]的研究）、补贴机制（如郑月龙等[10]的研究）、供给体系（如周国华等[11]的研究）等，对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经验研究，包括对研发补贴的专利效应、共性技术对专有技术的溢出效应等的研究非常有限。为弥补这一缺陷，本文基于理论假说，实证分析财政补贴对关键共性技术专利产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异质性效应、溢出效应等，以期为充分发挥关键共性技术财政补贴政策效应、促进关键共性技术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1.1 文献回顾
[bookmark: _Hlk128338866]1988年，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最早对“共性技术”进行界定，认为共性技术是科学现象的一个概念、要素或进一步观察，具有广泛应用于产品和生产过程的潜力【原文文献为Gregory Tassey(2008)的Globalization of technology-based growth: the policy imperative】【以文献形式著录！！】。随后，Tassey[12]在技术开发模型基础上，将技术划分为基础技术、共性技术和专有技术，并指出共性技术是基础技术走向市场化应用的第一步，同时也为后续专有技术的研发提供了共性基础。通俗来说，产业共性技术是在很多领域内已经或未来可能被普遍应用，其研发成果可共享并对整个产业或多个产业以及企业产生深度影响的一类技术[13]。马明杰[6]认为，根据重要性不同，共性技术分为基础共性技术、一般共性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其中，关键共性技术是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具有明显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共性技术，如数控技术、基因技术、人工智能（AI）技术等。
从技术链来看，关键共性技术介于基础技术和专有技术之间，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的准公共品，是需要经过二次开发实现商业化应用的竞争前技术[14]。朱桂龙等[15]指出，准公共品意味着关键共性技术的知识产权难以完全界定，研发企业无法独享全部收益，自主研发动机不强，而是寄希望于“搭便车”坐享其他企业的技术外溢。“竞争前”意味着关键共性技术在短期不能给企业带来直接的商业利益，商业应用前景不清晰，企业投资激励不足。李纪珍等[16]发现，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具有技术和市场的双重不确定性，再加上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前期投入大、投资周期长和技术外溢性等特征，使其陷入市场失灵、组织失灵以及制度失灵等多重失灵的境地。
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多重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必要条件。刘满凤等[17]通过对市场失灵情况下的政府行为进行分析发现，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能够解决共性技术的供求失衡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市场失灵现象。马晓楠等[18]通过对企业之间、企业与高校之间、政府介入3种情况下的共性技术研发博弈进行研究发现，政府补贴能够激励企业和高校主动参与到技术研发中。李保林等[19]等通过构建研发机构与企业之间的斯塔克尔伯格模型、纳什均衡博弈以及政府参与等均衡模型对比发现，相同补贴强度下，对研发机构进行补贴所带来的产出效率最高。郑月龙等[20]指出，为促进企业共性技术研发投入，政府补贴合同设计应关注研发成功系数、单位投入成本系数、产品市场容量等因素。陈朝月等[21]研究发现，政府的直接资助和间接资助均能够提高企业的共性技术研发投入。郑月龙等[22]针对产业共性技术研发的可持续性问题，指出应根据企业在产业中是否占据主导地位以及企业的技术水平来决定使用研发努力补贴还是单位成本补贴。当多个主体参与产业共性技术研发时，政府补贴的分配应该考虑技术弹性、利润分享系数等因素的影响[10]。另外，黄天蔚等[23]通过具体案例分析了创新引领关键共性技术突破的作用机制。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多从理论层面探讨政府补贴对共性技术研发的影响与机制，从实证层面研究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补贴的创新效应文献较少，理论界对于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补贴的专利数量和质量效应的研究有限，这不利于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补贴政策的优化以及指导技术攻关。对此，本文将侧重于从经验层面分析财政补贴对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创新效应，从专利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评估财政补贴政策的有效性。
1.2 研究假说 
关键共性技术财政补贴具有财政补贴的一般性质，比如资金来源于财政预算、旨在实现特定的产业政策目标、以竞争性方式来分配等。与非关键共性技术（即专有技术）相比，关键共性技术的外溢性更强，边际社会收益与边际私人受益之间的缺口更大，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来激励企业供给关键共性技术具有更强的经济合理性。财政补贴对企业的关键共性技术供给主要具有以下两方面的激励效应：一方面，财政补贴能降低企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成本和风险。与专有技术相比，关键共性技术研发难度更高、失败风险更大，对于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而言，开展此类研发活动的动力不足。但关键共性技术又是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必须克服的瓶颈技术。作为无偿资金，财政补贴能够降低企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成本和风险。财政补贴规模越大，产生的成本降低和风险共担激励越大，越有利于企业开展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活动。另一方面，财政补贴能够为企业带来光环效应。财政补贴并非普惠政策、随机分配，而是有选择性发放。在关键共性技术补贴申请公告中，政府对申请企业所属行业、研发基础、发展前景等有明确规定，获得补贴的企业往往具有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实力较强、产品市场占有率较高等优势。财政补贴使企业获得了光环和信誉，对企业的市场融资（如信贷或股权融资等）、寻找有实力的研发合作对象和有竞争力的供应商、加快新产品销售等都产生了正外溢性。从这方面来看，财政补贴产生的光环效应惠及企业的融资、研发、采购、营销等业务，即通过缓解企业研发融资约束、推进产学研合作、选择优质供应商、加快新产品变现等途径，加快关键共性技术创新进程。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驱动下，企业开展关键共性技术研究的动力增加，成本和风险降低，预期效应显著，从而有利于技术的成功研发，从而获得更多的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bookmark: _Hlk111538910]假设1：财政补贴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数量。
创新型国家建设征程中，专利政绩观驱动下的专利竞赛和专利赶超，容易诱发“重申请轻实施”“重数量轻质量”式项目申请、执行和考核机制[24]，使得针对关键共性技术的财政补贴面临策略性分配和迎合式创新风险，从而制约了关键共性技术专利质量提升。具体来说，财政补贴制约专利质量的机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遴选机制上的补贴对象错位。在补贴对象遴选上，为确保财政补贴资金的预算绩效可控，补贴项目主管部门可能更倾向于选择研发风险小、研发方案常规、研发路线可控、研发成果可预期的项目，但这种选择机制往往会淘汰一大批研发风险高、研发难度大、研发成果难以预料，但一旦研发成功则具有很强技术外溢性、社会收益率高、能够为行业内或行业间专有技术开发奠定知识底座的项目；而外溢性强、社会收益率高正是关键共性技术的本质特征。因此，如果沿袭专有技术研发项目的甄别机制，将难以筛选出具有较强技术外溢性、从属于竞争前准公共品特征的稀缺研发项目，将会减少技术颠覆性强、社会收益率高的前瞻性发明专利涌现，偏离关键共性技术研发项目补贴的初衷。
二是企业创新机制上出现的迎合行为。龙小宁等[25]、黎文靖等[2]、张杰等[4]指出，为在专利竞赛中为占据竞争优势，各级政府倾向于将辖区专利增长任务层层分解，并出台奖励性专利激励措施如专利申请经费补贴、专利奖励等，以完成甚至超额完成目标。企业为迎合政府目标，并在自利动机驱使下（如专利数量更多，越便于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定以及到期后的再次申请，也便于申报各级各类补贴项目），在显著增加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的同时，也将一些低质量创新充斥其中，从而降低了专利质量。
三是项目申请和考核机制上重专利数量轻专利质量，更不利于提高专利质量。纵观各级各类研发补贴项目的申请和考核机制，邱楚芝等[26]发现，财政补贴项目申请和考核的主要指标均是数量型指标，质量性指标很少，至多要求发明专利数达到多少件，却未对发明专利的质量，如IPC分类号数量、专利被引数、专利同族数等予以重视。由此，在不完善的项目甄选和申请考核机制下，财政补贴导致企业实施以增加专利数量为导向的策略性创新，即为创新而创新，而非旨在提高专利法律价值、技术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实质性创新。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bookmark: _Hlk117695639]假设2：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补贴难以激励企业提升关键共性技术专利质量。

尽管财政补贴不利于提升关键共性技术专利质量，但是有助于增加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数量。那么，财政补贴是如何促进专利数量提升的？根据Griliches[27]提出的专利生产函数可知，决定专利产出的主要因素是研发投入。因此，上述问题就转化为财政补贴如何激励企业增加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投入。企业研发投入是投入价格和预期收益的函数，其中投入价格越低，企业的研发投入越高。如前所述，政府对企业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补贴是无偿的，直接增加了企业的自有研发资金，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弥补了研发过程中由于外部性产生的外溢成本，提升了企业的研发意愿。企业预期研发收益越高，则研发投入也会越高。影响研发预期收益的因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信号效应。财政补贴释放出该项目技术创新成果为市场所需、政府愿意进行倾向性扶持的积极信号，这种信号能够增加关键共性技术市场化的预期收益。而且，获得补贴的企业也会释放一种该企业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的信号，从而更容易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资金[20]。二是协同效应。关键共性技术一般不能直接投入使用，还需要二次开发转化为专有技术，才能够形成新产品。企业内部的共性技术研发与专有技术研发可以共享设备、经验、组织和外部资源，在时间、空间上能够顺利实现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因此，相对于企业之间的技术转化，企业内部并列开发共性技术和专有技术能够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收益，在这个意义上，企业也愿意增加研发投入。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补贴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来实现政策预期目标。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对照《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发展指南（2017年）》所涉行业，以沪深两市采矿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且剔除ST企业。于2008年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明确规定，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应当用于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作用的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和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基于此，本文以2009－2020年作为研究区间，构建了包含15 495个“公司-年份”观测值的面板数据集。其中，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专利数据来源于智慧芽（PatSnap）专利数据库；地区生产总值（GDP）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地区制度环境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2.2 模型设定
根据研究假说，本文的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1）



式（1）中：被解释变量General为企业关键共性技术专利；解释变量Subsidy表示企业是否享有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补贴；Control为包含所有控制变量的向量；、分别为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以控制个体层面不随时间改变、时间层面不随个体变化的不可测因素；为经典扰动项。
2.3 核心变量识别
[bookmark: _Hlk132479688]一是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补贴识别。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补贴信息来自上市公司年报附注中的政府补助明细。获取思路是从政府补助明细的项目说明中甄别出关键共性技术补贴的项目。根据甄别方法不同，可以分为模糊匹配和精准匹配。郭玥[3]和胡凯[28]19-21均发现，运用模糊匹配法识别出来的研发补贴样本量较大，但不同相似度算法得出的结果差异较大、错误率较高；而运用精准匹配法得到的研发补贴样本较少，但其识别精准因而备受推崇。因此，本文选用精准匹配法来识别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补贴，即运用关键词检索方式来检索政府补助明细。对《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指南》中的关键共性技术条目逐条与政府补助明细进行匹配，将二者一致的政府补助明细视为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补贴项目。
[bookmark: _Hlk111410779]二是关键共性技术专利识别。从海量专利中科学识别出关键共性技术专利对提高研究精准性至关重要。对此，本文遵循陈伟等[29]、马永红等[30]提出的专利文献挖掘思路，但在阈值选择上采用试错法进行相似度匹配。该方法兼顾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与只考虑主观标准的识别方法相比较，所得出的结果与现实更吻合、更可靠。具体识别方法和流程如下：首先构建潜在狄利克雷分配（LDA）主题模型，包括数据预处理即运用维特比算法进行分词操作、采用LDA主题模型对文本数据进行主题建模。其次，以主题为节点建立隐马尔可夫链，运用网页排名（PageRank）算法得到技术主题的关键性得分。再次，从主题的共现矩阵出发，计算技术共现率并得到共性得分。最后，根据关键性得分与共性得分选取合理阈值，以超过阈值的专利主题作为产业关键共现技术主题。在阈值选择上采用试错方法，将选择结果与工信部《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发展指南（2017年）》进行相似度匹配，相似度超过公认临界值（0.7）的专利被视为关键共性技术专利。与申请专利相比，授权专利通过了国家专利局的审查；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相比，发明专利的技术新颖度最高。因此，本文选用授权发明专利来进行分析。
2.4 变量设定
[bookmark: _Hlk132480970]被解释变量为关键共性技术专利，不仅包括专利授权数量（Quantity），还包括专利质量。参考张杰等[4]、谷丽等[31]、李冬梅等[32]的做法，根据数据可得性，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量化专利质量：反映技术覆盖范围的专利质量（Ipc），基于IPC分类号，运用知识宽度法进行测算；反映专利保护地域范围的专利同族数（Homog），即同一专利在不同国家提交申请次数；反映专利对既有专利文献引用次数的专利引用数（Cite）；反映专利被后续专利文献引用次数的专利被引数（Cited）。这4个指标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专利的技术质量。以公司为单位，对每一件专利质量指标取均值，就得到了“公司-年度”的专利质量均值。前述被解释变量在回归中均加1后取自然对数。
解释变量为企业是否享有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补贴（Subsidy）。并非所有企业都能够获得补贴，而且不同企业获得补贴的时间不尽相同，对于某家企业，本文在获得补贴当年及以后的年度将该变量赋值为1，在没有获得补贴的年度将其赋值为0。因此，本文的模型实为交错型双重差分（DID）模型，即处理时间不一的DID模型。
控制变量上，根据Czarnitzki等[33]、Freitas等[34]、余明桂等[35]、林洲钰等[36]、胡凯[28]22-25的研究，影响技术创新的因素包括两类：企业特征变量和地区特征变量。企业特征变量包括：融资约束（Fc），以现金流占总资产的比重来反向衡量；企业规模（Size），以固定资产净额来度量；企业年龄（Age），以研究年度与注册年度之差与1相加得到；资本密集度（Capint），以人均固定资产数量来表示；资产回报率（ROA），为税后净利润与总资产之比；企业所有制（Owner），如果为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控股股东则取1，否则为0；是否有政治关联（Pc），以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是否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前是否从政来量化，如果是则取值为1，否则为0；国内市场竞争度（HHI），以证监会行业代码、以主营业务收入为权重来计算的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来表示；成功的研发活动历史（History），以上一年度企业是否申请发明专利的虚拟变量来表示。地区特征变量包括：地区制度环境（Ins），以各省份市场化指数来刻画，对于缺失数据采用以年度为自变量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递推得到；地区财政自给率（Finance），以省级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的比值来衡量；地区人均GDP（PerGDP），运用地市级人均GDP来反映。前述控制变量除相对数以外，在回归中都加1后取自然对数。回归过程中，除企业年龄变量外，其他变量均滞后1期，并将稳健标准误聚类到省份层面。
2.5 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从被解释变量来看，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数量的均值为2.988件，高于中位数0，表明较小值如0比较多，样本呈右偏分布；同时，标准差与均值之比远大于1，表明样本值相差较为悬殊。关键共性技术质量指标如Ipc、Homog、Cite、Cited等都呈现出类似分布特征，即企业间专利质量差距较为悬殊。Subsidy的均值为0.259，即样本中有25.9%的企业获得关键共性技术补贴，可见获得补贴的企业不多。但控制变量中多数变量的变异系数小于1，表明样本间差距较小，从而便于将计量分析集中在核心解释变量上。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N/个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Quantity
	15 495
	2.988
	0
	23.141
	0
	983.000

	Ipc
	15 495
	0.028
	0
	0.092
	0
	0.750

	Homog
	15 495
	0.385
	0
	0.706
	0
	35.000

	Cite
	15 495
	0.614
	0
	1.654
	0
	36.000

	Cited
	15 495
	0.505
	0
	1.738
	0
	48.000

	Subsidy
	15 495
	0.259
	0
	0.438
	0
	1.000

	Fc
	15 495
	−0.092
	−0.073
	2.825
	−11.286
	345.362

	Size
	15 495
	1 735 014.925
	288 010.284 
	11 262 416.165
	1 044.193 
	 435 733 200.000 

	Age
	15 495
	17.327
	17.000
	5.429
	3.000
	53.000

	Capint
	15 495
	525 142.000
	254 954.400
	1 497 429.000
	0
	61 868 572.000

	ROA
	15 495
	0.054
	0.044
	0.891
	−5.259
	108.366

	Owner
	15 495
	0.333
	0
	0.471
	0
	1.000

	Pc
	15 495
	0.354
	0
	0.478
	0
	1.000

	HHI
	15 495
	0.094
	0.068
	0.099
	0.015
	1.000

	History
	15 495
	0.598
	1.000
	0.490
	0
	1.000

	Ins
	15 495
	8.150
	8.330
	1.793
	−0.230
	10.790

	Finance
	15 495
	0.669
	0.753
	0.187
	0.064
	0.931

	PerGDP
	15 495
	6.575
	6.146
	3.011
	1.081
	15.096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回归
表2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研究发现，财政补贴在1%水平上显著增加了上市公司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数量。具体来说，与没有获得财政补贴的公司相比，获得财政补贴的公司的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数量要高6.9%。但是，财政补贴对于以各种方式刻画的专利质量的影响均不显著，这一发现与江飞涛等[37]的研究结论一致，该文献运用文本分析、语义引用等方法对医疗行业专利质量进行量化发现，财政补贴对专利质量的影响不显著甚至为负。这意味着，财政补贴对于上市公司的关键共性技术专利仅具有数量效应而缺乏质量效应。从高质量发展来看，财政补贴还未实现关键共性技术专利量质齐升的政策目标，假设1和假设2初步得到了证实。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Quantity
	Ipc
	Homog
	Cite
	Cited

	Subsidy
	0.069***
	0.005
	0.001
	0.029
	>−0.001

	
	(0.020)
	(0.003)
	(0.017)
	(0.064)
	(0.080)

	N/个
	15 495
	15 495
	15 495
	15 495
	15 495

	Adj-R2
	0.668
	0.152
	0.291
	0.251
	0.167


注：1）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2）*、**、***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3）回归结果均控制了协变量、个体固定效应与年份效应。下同。
3.2 稳健性检验
3.2.1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运用事件分析法来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并参考Sarah等[38]的方式，构建识别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补贴的动态创新效应式子如下：

	        （2）  











式（2）中：为企业i在样本周期内是否获得补贴的虚拟变量，如果是则取值为1，否则为0；示性函数刻画第t年与企业获得研发补贴年份的相对值是否等于【句意不完整】，如果从未获得研发补贴，则该指标始终为0；根据本文的样本时间序列，将的取值区间设定为[−4，4]，并将的样本全部归入、将的样本全部归入，并且以为基准组。这里感兴趣的系数【请说明对系数感兴趣的原因】。



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在对不同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表示事前效应的变量系数（、、）均不显著。因此，基于控制变量条件下，获得补贴与未获得补贴的企业，在前者获得补贴之前其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数量和质量具有相同趋势，即企业对于自身是否能够获得研发补贴不存在预期效应；同时也表明，本文基准回归使用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内生性问题。
【补充说明表3中没有的原因】
表3  t检验结果
	变量
	Quantity
	Ipc
	Homog
	Cite
	Cited

	
	−0.077
	−0.002
	−0.017
	−0.039
	0.139

	
	(0.055)
	(0.005)
	(0.048)
	(0.084)
	(0.160)

	
	−0.023
	<0.001
	0.019
	0.074
	0.027

	
	(0.043)
	(0.005)
	(0.034)
	(0.085)
	(0.170)

	
	0.029
	0.002
	0.080
	0.115
	−0.063

	
	(0.034)
	(0.005)
	(0.079)
	(0.100)
	(0.112)

	
	0.043*
	0.002
	0.017
	0.086
	0.036

	
	(0.022)
	(0.004)
	(0.038)
	(0.099)
	(0.098)

	
	0.064**
	0.004
	0.025
	0.085
	0.086

	
	(0.029)
	(0.005)
	(0.024)
	(0.092)
	(0.091)

	
	0.061**
	0.007
	0.030
	0.031
	0.017

	
	(0.025)
	(0.005)
	(0.028)
	(0.119)
	(0.109)

	
	0.075
	0.010**
	0.019
	0.043
	−0.094

	
	(0.046)
	(0.004)
	(0.027)
	(0.106)
	(0.101)

	
	0.063***
	0.005
	0.030
	0.029
	−0.258**

	
	(0.022)
	(0.007)
	(0.022)
	(0.086)
	(0.110)

	N/个
	15 495
	15 495
	15 495
	15 495
	15 495

	adj−R2
	0.668
	0.152
	0.291
	0.250
	0.168



本文还对事前效应进行了更严格的联合显著性检验，其原假设为基期之前的i个系数【i在上文代表公司，同篇文章中同个变量符号不能代表2个或以上的不同含义，请修改】联合不等于0。表4表明，事前效应的F统计量为2.228，对应的P值为0.106（大于10%显著性水平），表明补贴实施之前处理组和控制组具有平行趋势；同时，事后效应的F值为2.384，对应的P值为0.063（小于10%显著性水平），即补贴实施后专利数量有显著增长。此外，除被专利引用数以外，其他专利质量指标均不显著。这些结论基本上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表4 联合显著性检验结果
	变量
	Quantity
	Ipc
	Homog
	Cite
	Cited

	
	2.228
	0.113
	0.437
	2.098
	0.696

	
	(0.106)
	(0.951)
	(0.728)
	(0.122)
	(0.562)

	
	2.384
	1.624
	0.640
	0.424
	3.016

	
	(0.063)
	(0.185)
	(0.671)
	(0.828)
	(0.026)


注：1）表中系数为F统计量的值；2）括号内的数值为F检验的P值。
3.2.2 异质性稳健估计量
为了确保平行趋势检验的稳健性，本文选取了Callaway等[39]、de Chaisemartin等[40]、Sun等[41]开发的3种“组别-平均处理效应”估计量和Cengiz等[42]提出的堆叠回归估计量，因为这4种异质性稳健估计量已具有成熟的计算方法。对式（2）进行估计。由于篇幅所限，仅报告被解释变量为专利数量情形下的估计结果。在图1中，4种异质性稳健估计量的结果与表3第1列的双向固定效应估计结果一致：共性技术补贴对于企业获得补贴前2、3、4年的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数量均没有显著影响，即不存在预期效应。因此，本文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对于异质性处理效应的情形依然稳健。

[image: D:/Stata/Stata_project/personal/InnovRes/didrobust.pngdidrobust]         
图1 4种异质性稳健DID估计量
3.2.3 删除部分样本
[bookmark: _Hlk118057626]如果有一类个体一直处于干预状态，即一直处于处理组，这类个体没有干预前时期，因而无法估计其时间趋势，会造成估计偏误，需将其从研究样本中删除[43]。经识别，本文一共有998个此类样本。删除该类样本后的估计结果见表5，可见该结果与基准回归非常一致。
表5  删除一直处于干预状态样本后的回归检验结果
	变量
	Quantity
	Ipc
	Homog
	Cite
	Cited

	Subsidy
	0.074***
	0.004
	0.003
	0.030
	−0.032

	
	(0.019)
	(0.003)
	(0.017)
	(0.065)
	(0.074)

	N/个
	14 497
	14 497
	14 497
	14 497
	14 497

	adj-R2
	0.662
	0.151
	0.288
	0.242
	0.157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下同。
3.2.4 解释变量滞后
基准回归中，除企业年龄外的变量滞后了1期，接下来将解释变量进一步取滞后值进行回归分析。表6报告了解释变量滞后两期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财政补贴对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数量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与表2相比，不仅显著性水平提高，影响系数也增加；同时，财政补贴对各种专利质量均不具有显著影响。本文进一步将解释变量滞后3期所得的研究结论与表6一致。
表6  解释变量滞后2期后的回归检验结果
	变量
	Quantity
	Ipc
	Homog
	Cite
	Cited

	Subsidy
	0.075***
	0.002
	0.002
	0.040
	0.004

	
	(0.023)
	(0.004)
	(0.021)
	(0.081)
	(0.073)

	N/个
	12 870
	12 870
	12 870
	12 870
	12 870

	adj-R2
	0.695
	0.159
	0.294
	0.263
	0.189


[bookmark: _Hlk117966614]3.2.5 Jakiela检验
[bookmark: _Hlk117016033]由于基准回归中处理效应仅当被解释变量为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数量时显著，因而仅针对专利数量进行后续检验。参考Jakiela[44]提出的诊断方法，分别进行如下检验：（1）剔除单一年份的样本。表7依次报告了删除2010－2019年中每一年的样本后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删除单一年份样本后，财政补贴对专利数量的影响均在5%或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基本保持稳定，介于0.057～0.084之间，而上文中Subsidy的基准回归结果（0.069）也处于此区间。
表7  删除单一年份样本后的检验结果
	变量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Subsidy
	0.057**
	0.084***
	0.067***
	0.078***
	0.069***
	0.066**
	0.065***
	0.061**
	0.064***
	0.076***

	
	(0.022)
	(0.021)
	(0.020)
	(0.022)
	(0.023)
	(0.024)
	(0.022)
	(0.023)
	(0.017)
	(0.020)

	N/个
	14 680
	14 431
	14 213
	14 098
	14 096
	13 995
	13 816
	13 628
	12 870
	12 870

	adj-R2
	0.686
	0.674
	0.671
	0.665
	0.661
	0.660
	0.657
	0.661
	0.666
	0.681



[bookmark: _Hlk121268504]（2）改变样本终止年份。如表8所示，本文参考Jackiela[44]的方法，选取最小样本期长度为7年，分别对2010－2016年、2010－2017年、2010－2018年样本进行回归，最终结果依然支持基准回归的结论。
表8  改变样本终止年份后的检验结果
	变量
	2010－2016年
	2010－2017年
	2010－2018年

	Subsidy
	0.059**
	0.073***
	0.076***

	
	(0.028)
	(0.026)
	(0.025)

	N/个
	8 957
	10 815
	12 870

	adj-R2
	0.696
	0.688
	0.681



（3） 剔除某一个受到处理的企业样本。在基准回归样本中，获得关键共性技术补贴的企业有731家，对此，每次回归均剔除其中1家企业的样本，得到处理效应估计系数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处理效应的置信区间均不经过0，即在所有的回归中，处理效应都在0.0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image: untitled]          
图2  逐个剔除受处理企业样本后的估计值
3.2.6 计数回归
本文被解释变量中的专利授权数量为计数型变量，根据Cohn等[45]的研究结果，对计数型被解释变量进行加1后取自然对数的处理并不合理，因此本文使用面板泊松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考虑到关键共性技术专利的样本方差（约为535）要远大于样本均值（约为3），不满足泊松回归的分布假设，泊松回归估计量的方差会比满足分布假设时更大，回归系数更容易不显著，而且前文大量稳健性检验得到的财政补贴变量系数结果均显著，因此泊松回归估计结果仅需要关注系数的点估计即可。泊松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可见财政补贴对共性技术专利数量的发生率比（IRR）为1.046，即控制其他条件不变，获得补贴将会使公司的专利数相比没有获得补贴的情形平均增加4.6%。
表9 面板泊松回归结果
	变量
	Quantity

	Subsidy 
	1.046

	
	(0.032)

	N/个
	11 745

	Wald chi2
（P值）
	5 940.760
（<0.001）


4 作用机制分析
[bookmark: _Hlk117691077][bookmark: _Hlk117709997][bookmark: _Hlk117692996]Pakes等[46]发现，在专利生产函数中，研发投入是影响专利生产的最重要因素。影响专利生产的研发投入包括资金投入和人员投入[27]。关键共性技术专利也不例外，因此以财政补贴作为自变量，研发投入作为作用机制变量来进行估计。具体来说，将研发投入分为研发资金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其中研发资金投入分别以研发支出金额（RD1）、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即研发强度（RD2）来表示；研发人员投入分别以技术人员数（Staff1）、技术人员占员工人数比重（Staff2）来表示。估计结果见表10。可以发现，财政补贴仅激励了企业增加研发资金投入，而没有增加研发人员投入。
表10  财政补贴对研发投入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RD1
	RD2
	Staff1
	Staff2

	Subsidy
	0.060**
	0.104
	0.012
	0.083

	
	(0.026)
	(0.123)
	(0.034)
	(1.433)

	N/个
	13 941
	13 297
	9 075
	9 042

	Adj-R2
	0.859
	0.756
	0.924
	−0.043



尽管研发投入与专利生产的因果关系在理论上比较直观[27]，不必采用正式的因果推断手段来证实研发投入与专利生产的因果关系，但为增强作用机制分析的稳健性，进一步分析研发投入对专利生产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11。与理论预期一致，研发资金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均显著增加企业的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数量，尤其是研发人员对专利数量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结合表11来看，尽管财政补贴无助于增加企业的研发人员投入，但企业的研发人员存量也足以增加专利产出量。


表11  研发投入对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数量的影响
	变量
	Quantity

	RD1
	0.046***
	
	
	

	
	(0.009)
	
	
	

	RD2
	
	0.003*
	
	

	
	
	(0.002)
	
	

	Staff1
	
	
	0.080***
	

	
	
	
	(0.017)
	

	Staff2
	
	
	
	<0.001***

	
	
	
	
	(<0.001)

	N/个
	13 941
	13 297
	9 075
	9 042

	Adj-R2
	0.666
	0.673
	0.717
	0.717


5 异质性分析
为揭示财政补贴对企业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数量和质量的平均处理效应或因果效应的异质性，分组采用行业、所有制、制度环境等外生性标准进行分组，并借鉴范子英等[47]的思路，将分组后每一个组别中的实验组与未分组时的控制组一起进行回归。
5.1 行业分类
[bookmark: _Hlk117967158]不同行业的技术密集度不同，对关键共性技术的需求水平不一。参照鲁桐等[48]提出的聚类分析法，按照要素密集度，将企业所属行业细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等3个行业并进行检验，估计结果见表12。结果表明：（1）获得财政补贴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数降低了13.6%，以IPC分类号和专利同族数来刻画的专利质量也分别降低了1.8%、12.4%；（2）获得财政补贴的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数量和质量均没有显著变化；（3）获得财政补贴的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数量和以IPC分类号来刻画的专利质量分别提升了12.0%、1.6%。
表12 基于行业分组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Quantity
	Ipc
	Homog
	Cite
	Cited

	
	劳动密集型企业
	资本密集型企业
	技术密集型企业
	劳动密集型企业
	资本密集型企业
	技术密集型企业
	劳动密集型企业
	资本密集型企业
	技术密集型企业
	劳动密集型企业
	资本密集型企业
	技术密集型企业
	劳动密集型企业
	资本密集型企业
	技术密集型企业

	Subsidy
	−0.136**
	0.065
	0.120***
	−0.018**
	−0.006
	0.016***
	−0.124**
	0.046
	0.015
	−0.217
	0.033
	0.052
	−0.067
	−0.003
	−0.032

	
	(0.050)
	(0.039)
	(0.043)
	(0.007)
	(0.005)
	(0.005)
	(0.049)
	(0.027)
	(0.021)
	(0.170)
	(0.125)
	(0.087)
	(0.234)
	(0.114)
	(0.104)

	N/个
	10 468
	11 964
	12 099
	10 468
	11 964
	12 099
	10 468
	11 964
	12 099
	10 468
	11 964
	12 099
	10 468
	11 964
	12 099

	Adj-R2
	0.678
	0.671
	0.676
	0.153
	0.150
	0.156
	0.297
	0.306
	0.308
	0.241
	0.262
	0.244
	0.177
	0.162
	0.181


5.2 所有制分类
关键共性技术具有外溢性，其边际私人收益低于边际社会收益，尽管财政补贴能够弥补一部分研发损失，但由于该技术的边际收益很高[49]，可进一步探索财政补贴对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创新激励效应。按照企业控股股东的所有制不同，将样本分为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进行分组检验，结果见表13。估计结果表明，获得财政补贴的非国有企业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数增加4.7%，而获得补贴的国有企业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数增加12.1%。可见，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财政补贴产生的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数量效应更大。
表13  基于所有制分组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非国有控股企业
	国有控股企业

	
	Quantity
	Ipc
	Homog
	Cite
	Cited
	Quantity
	Ipc
	Homog
	Cite
	Cited

	Subsidy
	0.047*
	0.003
	0.019
	−0.041
	0.037
	0.121**
	0.008
	−0.026
	0.180
	−0.174

	
	(0.028)
	(0.004)
	(0.025)
	(0.084)
	(0.085)
	(0.052)
	(0.005)
	(0.051)
	(0.119)
	(0.163)

	N/个
	13 563
	13 563
	13 563
	13 563
	13 563
	11 745
	11 745
	11 745
	11 745
	11 745

	Adj-R2
	0.660
	0.146
	0.309
	0.231
	0.143
	0.692
	0.160
	0.275
	0.276
	0.205


5.3 制度环境分类
[bookmark: _Hlk117967458]制度环境影响政策实施效果。为分析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同一财政补贴政策对企业的研发行为所产生的激励效应异质性，参考王小鲁等[50]的研究，以市场化指数来度量制度环境，以制度环境中位数为标准，将样本所在省份的制度环境分为低于中位数水平以及高于或等于中位数水平两类来进行分组检验，估计结果见表14。结果表明，在制度环境低于中位数的地区，企业获得财政补贴对其关键共性技术专利产出没有显著影响；而在制度环境高于或等于中位数的地区，企业获得财政补贴后将会使其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数量增加10.3%。
表14  基于制度环境分组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所处制度环境位于低于中位数水平的企业
	所处制度环境位于高于或等于中位数水平的企业

	
	Quantity
	Ipc
	Homog
	Cite
	Cited
	Quantity
	Ipc
	Homog
	Cite
	Cited

	Subsidy
	−0.042
	0.005
	−0.025
	0.013
	−0.186
	0.103***
	0.005
	0.008
	0.045
	0.012

	
	(0.043)
	(0.004)
	(0.036)
	(0.079)
	(0.150)
	(0.024)
	(0.004)
	(0.019)
	(0.077)
	(0.085)

	N/个
	11 069
	11 069
	11 069
	11 069
	11 069
	14 226
	14 226
	14 226
	14 226
	14 226

	Adj-R2
	0.684
	0.149
	0.301
	0.255
	0.176
	0.668
	0.156
	0.283
	0.250
	0.180


6 结论与建议
[bookmark: _Hlk131342389]本文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财政补贴对企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财政补贴有效提升了上市公司的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数量，但是对专利质量没有显著影响，即财政补贴对关键共性技术专利仅具有数量效应而缺乏质量效应，且该结论十分稳健。（2）财政补贴的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数量效应是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资金投入，而非增加研发人力投入来实现的。（3）财政补贴的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效应因行业、所有制和制度环境而异。从行业来看，财政补贴显著降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专利数，同时也降低以IPC分类号和专利同族数来刻画的专利质量；财政补贴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专利数量和质量没有显著影响；财政补贴提高技术密集型企业的专利数量和以IPC分类号来刻画的专利质量。从所有制来看，财政补贴均能够促进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专利数量提升，且对后者的提升作用高于前者，但对两种类型企业专利质量的影响均不显著。从制度环境来看，财政补贴对处于制度环境不佳地区的企业专利数量没有影响，但显著提升了处于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专利数量。
基于研究结论，为提高财政对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补贴的有效性，尤其是提高专利质量效应，需要在以下方面对财政补贴机制进行针对性完善：（1）完善财政补贴资金的绩效考核机制，提高财政补贴资金的创新效率，实现专利高质量发展。首先，要从专利质量入手，制定兼顾专利数量和质量指标，且重点聚焦专利质量的指标，构建可量化的专利评价指标体系。其次，专利质量指标体系应包括专利的技术价值、法律价值、市场价值等综合性指标体系。对价值更高的指标比如专利同族数赋予更高的权重。最后，考虑到一些专利质量指标的量化具有滞后性，比如专利被引数，可以将即期与中长期评价相结合，建立财政补贴项目评价数据库，并将中长期评价结果作为未来财政补贴申报和分配的重要参考指标。（2）改革财政补贴资金使用机制，增强高质量科研活动激励。为创造高质量专利，需要进一步通过提高项目人员经费比重、新增科研成果奖励支出等方式，提高科研人员的薪酬收入。当然，这一改革还需要科研经费管理办法予以与时俱进的调整。（3）采取不同于专有技术研发、更具包容性的补贴甄选机制，筛选出外溢性更强、社会收益率更高、研发风险适度可控的项目进行补贴。要加快构建统一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激励市场中的企业、员工内生出兼顾专利数量和质量的创新机制，将质量作为创新的首选目标；同时，还要在全社会营造鼓励企业开展共性技术研发乃至基础研究的良好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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